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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青年的雇佣方式和城市融入

—基于包吃包住差异化效应的实证分析

□  董寅茜　何晓斌

摘  要：当前流动青年已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对于提升城市劳

动力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对流

动青年社会融入的影响，通过对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包

吃包住使流动青年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强其经济融合程度；包吃包住

的流动青年在社会活动参与上更积极，然而这一雇佣方式阻碍了流动青年与本

地居民的交往，不利于其文化和心理融入。本文揭示了包吃包住这一生活安排

的差异化社会后果，并进一步提出政府和企业促进流动青年群体市民化的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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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流动人口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社会群体。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流动

人口的规模达到3.76亿人，相较2010年增长了70%。

劳动力流动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带来巨大

机遇［1］。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内部也在经历代际

更替的过程，青年群体日益占据主体地位。2017年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进城务工的流

动人口平均年龄为36周岁，其中有53.2%为15～35
周岁的青年人。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当

前，大多数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仅

仅占据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2］。2017年《中国城

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在经济

和心理上的融入程度较低，该报告各项得分以100分
为标准，从政治、经济、公共服务和心理文化四个维

度对50个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评价，

综合平均得分为51.62分，经济和心理文化这两个维

度得分仅为47.13分和44.57分。此外，不同代际的流

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意愿存在差异，老一代流动人口更

多为了养家糊口，外出的目的在于返乡，而年轻一代

在学历、技能、创造力等方面相比他们的父辈更具优

势，普遍有更强的融入意愿，返乡也意味着更高的成

本和人力资源的浪费［3］。青年群体的社会融入受到

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

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要促进“进

城务工青年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入，帮助他们更快适应

当地习俗、更好融入所在社区”。促进流动青年的社

会融入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区域一体化具有重

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关注流动青年群体的社会融

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展

开，宏观视角关注户籍制度下城乡和本地外地的二元

分割，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排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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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视角关注社会资本，如流动青年在城市的社会网

络、所处社区以及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等［5］，微

观视角则涉及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等方 
面［6］。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结构性因素，

忽略了城市融入是一个过程，不同的雇佣方式将形塑

流动青年在城市中的工作过程和体验，进而影响社会

融入的水平。

工作是流动青年与城市最主要的联系。他们的工

作相比本地居民具有特殊性，多在非正规就业部门从

事工资低、不稳定、劳动契约松散、缺乏福利保障

的临时性职位，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中技术需求

低、收入低的行业［7］。在雇佣方式上，流动青年进

城时往往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本买房或租房，且他们大

多以个人为单位流动，没有照顾家庭成员的压力，倾

向于从事能被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包吃包住契

合了他们的需求。“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ese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2016年的数据表明，青

年流动人口［本文采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对于流

动人口的定义，即当前户口在本县（县级市、区）其

他乡镇街道或本县区以外的劳动力群体。青年流动人

口的年龄范围为15～35周岁］在工作中包住的比例

为30%，而本地居民仅为14.8%。

以往对包吃包住雇佣方式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

方面，一是将其视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是帮

助流动人口解决初入城市基本生存需求的福利优待［8］。

这一思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保障特征，单

位（work unit）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为职工及

其家属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是包吃包住最初的形 
态［9］。二是从“工厂政体”的视角出发，围绕任焰

和潘毅提出的“宿舍劳动体制”［10］展开分析，认为

包吃包住模糊了生产和生活空间的界限，混淆了劳动

者的工作和闲暇时间，便利了资方的管理权力从劳动

到生活的渗透，通过对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组织和安

排达到劳动控制和产出最大化的目的。但“福利论”

和“控制论”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雇佣方式会对流动

青年的城市生活融入带来哪些影响。

流动青年对流入地城市的依赖性较强，大部分时

间都在工作空间中度过，包吃包住将工作和生活空间

融合，塑造了他们对于城市社会的体验，这种基于空

间的感知是城市融入过程形成的重要因素。空间并非

客观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社会性，交织并不断生产

着社会关系［11］。因此，本文希望从社会空间的角度

重新审视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对流动青年城市生活和

社会融入的影响，从而为增强他们在城市中的归属感

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三产业

从业者数量不断增加，青年群体更是成为服务业的主

力军。据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67.04%
的流动青年在城市中从事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大多分

布在郊区工厂，相比工厂宿舍对工人生活过程的管理

控制，第三产业从业者更分散，并且他们与城市居民

接触互动的频率更高［12］，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融入

程度也关系着服务业的发展，因而我们需要深入理解

包吃包住的空间特征对服务业从业者社会融入产生的

后果。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第一，考察包吃包住的雇

佣方式与从事服务业的流动青年在经济、社会、文化

和心理这四个层面社会融入的关系。第二，基于包吃

包住雇佣方式的特点，提炼该雇佣方式影响社会融入

的具体机制。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 社会融入及相关理论

社会融入的理论包括“同化”（assimilation）和

“多元文化”两条脉络［13］。“同化论”认为两个族群

在接触时会调整边界，群体行为方式、规范和心理渐

趋相似［14］。随着流动的经常化，“多元文化”取向受

到关注，有的移民保持原有文化内核［15］，有的则选

择性融入主流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16］。

我国的社会融入具有特殊性。由于国人安土重迁

的传统以及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二元分割，大多数流

动人口处于“流而不迁”和“循环流动”的状态［17］。

此外，国内研究更强调基于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的社

会层面的融入［18］。

社会融入包含多个维度。客观和主观的划分基本

形成了共识，客观融入指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

经济地位，采取相似的行为模式，主观融入指对城市

文化和居民身份的认同等。具体来看，社会融入可分

为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经济融入指城

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涉及职业地位、职业稳定性、

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客观指标；社会融入包括城市社会

组织和活动、社区参与、生活方式；文化融入指对本

地语言和文化的熟悉与亲和程度；心理认同指对本地

市民身份的认同情况、对城市的归属感等［19］。以下

部分将关注包吃包住对这四个维度社会融入的影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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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2. 包吃包住和经济融入

包吃包住作为一种特殊的雇佣方式，其直接效应

是提供住房和生活保障，由企业承担流动人口在城市

中的再生产成本。

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是政府再分配的执行者，保

障职工的基本生存需求［20］，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企

业单位转制，单位的保障功能转移到政府。然而大多

数流动青年由于户籍限制无法在城市购房落户，地区

经济发展差异也使得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往往高于家

乡，再生产的维持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而企业为员

工提供的生活保障降低了流动青年的生活成本，减轻

了经济压力，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21］，在政府社

会福利缺失的情况下，包吃包住成为必要的职业福

利，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职能。此外，低端服务

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倾向于通过包吃包住的

职业福利吸引劳动力进入。

包吃包住也契合了流动青年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学理论认为流动人口反复往返于

家乡和流入地是经济理性的策略，不仅充分利用家乡

的土地住房等资源，还减少了其在流入地城市中的生

活支出、降低了失业带来的风险［22］。而包吃包住作

为一种暂时性的生活模式允许这一群体在不同职业和

城市之间自由流动，生活成本也无须从家庭资源或工

资收入中抽取［23］。因此，流动青年从劳动中获得的

收入可供其自由支配，服务于基本生存之外的需求。

因此，企业的福利安排和劳动力的理性选择共同

促使包吃包住雇佣方式的普遍化，流动青年获得的可

自由支配的工资更多，有助于其顺利融入城市经济结

构。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包吃包住雇佣方式的流动青年有更多可

支配收入，因此经济融合程度更高。

3. 包吃包住、社会空间和城市融入

空间的社会性受到自齐美尔以来诸多学者的关

注，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由过往行动者共同的行动

所建构，影响着当下所处个体的行为、关系和态度，

社会空间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事物关系的凝结［24］。

包吃包住主要有两个社会空间特征：一是单位内部生

产和生活空间的重合性；二是单位与单位外空间的分

割性。以下部分将分析这一空间形态对流动青年互动

模式的形塑，进而解释对其社会参与和文化心理城市

融入的影响。

（1）包吃包住的空间集聚与社会参与

包吃包住群体社会空间的聚集建立在职业聚集

的基础上。从事相关职业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同质

性，这既是流动青年进入城市社会后普遍采取的节约

生活成本的选择，也是在寻找工作时依靠传统“强关

系”网络而非正规招工渠道的体现，通过同乡朋友的

介绍找工作形成了基于地缘的职业聚集［25］。具有同

质性的群体被纳入企业塑造的封闭、独立运作的空间

中，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高度重叠，职业聚集和空间

聚集相互作用，围绕单位形成了外地职工高密度的聚

集和交往形态，这对流动青年的社会参与产生了重要

影响。

包吃包住的雇佣单位与改革前的单位相似，为

劳动者构建了共同生产、保障生活的社区。社区不

仅是地理距离的接近，还包含人际互动模式，进而

塑造个体的行为方式［26］。空间邻近性会导致群体的

相互趋同以及示范作用，人们与周围社区中群体的

接触密度增大，倾向于模仿他们过往的行为或当下

的行动模式［27］。此外，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重叠能够

培养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强社区内部的集体认

同和凝聚力［28］。

赵鼎新的学运研究证明了社会空间形式对于组织

和动员社会活动的效应［29］。大学封闭的环境以及围

绕宿舍、教室和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形成

校内学生紧密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活动信息的流

通和传播、积极分子的鼓动以及同辈压力的潜在激 
励［30］。与之相似，在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中，劳动

者遵循工作场所、食堂和宿舍的“铁三角”活动轨

迹，流动青年在单位内与同为外来者的同事们在共同

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互动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强化了

彼此的联系，形成了外地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类

人际联结弱化了流动青年在城市中的孤立感，增强了

他们对工友以及单位的归属感。同时，服务业从业者

与城市的接触更频繁，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社会活动

的各类信息并与工友分享，活跃的劳动者带动其他工

友共同参与活动。

由此，流动青年与非本地工友的紧密联系有助于

提高其参与城市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包吃包住雇佣方式下的流动青年和城市

中的同乡和其他外地人交往更密切，因而有助于促进

其加入社会组织和参与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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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吃包住的空间隔离与文化心理融入

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即不同群体

生活空间相互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城市社会［31］，

包括分布的均匀程度（evenness）、与城市居民接触

互动的可能（exposure）、居住地区的空间集聚程度

（clustering）等［32］。居住隔离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移民和本地居民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自然

进化形成的居住格局；二是个体选择，移民主动选择

与城市社会保持距离，形成聚居社区以维系同乡社会

网络、获取社会支持；三是强调制度和政府分配住房

资源的宏观手段的影响［33］。

国内研究指出流动青年在户籍身份、收入等方面

相较城市居民处于弱势，居住条件恶劣，多集中于城

市外围的出租屋、城中村、自建房等［34］，获取就业

机会和公共资源的渠道受限，从而形成基于社会经

济地位的空间不平等［35］，居住隔离是不平等的后果。

而包吃包住的起点即工作生活空间与外部城市空间的

分割。单位聚集了大量非本地务工者，通过塑造封闭

自足的空间将具有高度同质性和集聚性的员工与单位

外的整个城市社会相互分割。单位满足了员工的大部

分需求，因此即便员工外出没有受到约束，劳动者也

倾向于在单位内开展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从而建立

起基于单位空间的非本地社会网络。

聚合型网络存在负面效应，它塑造了社会网络内

外群体的隔阂，阻碍外部群体进入网络，并通过强化

群体忠诚和信任等方式无形限制了与非网络群体的接

触［36］。包吃包住的流动青年在单位内形成了紧密的

小团体，不利于发展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流动青

年作为城市社会的外来者和陌生人，对本地生活习惯

和文化传统的了解程度低、心理认同感弱，而社会交

往的缺失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城市的社会和心理距

离。空间的内聚性和区隔性阻碍了流动青年体验城市

日常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其生活场所和交往形态局

限于同为外地人的工友，趋于边缘化，自我也倾向于

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态度，这阻碍了他们对流

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7］。

由此，包吃包住雇佣方式导致流动青年与外部城

市的疏离，这对他们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产生

了重要影响，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3：包吃包住雇佣方式下的流动青年群体和

城市中的本地人交往更少，因此文化适应层面的融入

程度更低。

假设4：包吃包住雇佣方式下的流动青年群体和

城市中的本地人交往更少，因此心理认同层面的融入

程度更低。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ese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2017年的公开数据。

该调查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针对流动人口的大

规模全国性调查，样本覆盖范围广，包括124811 个
城市样本和45178 个农村样本。研究对象为当前在城

市、从事服务业、雇员身份的个体工作者（本文通过

行业和主要职业这两个变量来筛选服务业流动人口），

参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及以

往研究，将青年群体的年龄限定为14～35周岁［38］，

剔除关键变量信息不完整的样本后获得19701个有效

样本。

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合、社会

参与、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39］。经济融合

用“目前在本地，您家主要有哪些困难”中“难以找

到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太低”这两项经济困难选项

测量，“困难”标记为0，“不困难”标记为1，加总生

成0～2的定序变量；社会参与用 “主动参与捐款、无

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与“参与党/团组织活动，

参与党支部会议”这两项社会活动的频率取均值测

量；文化适应用“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

重要”和“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这两项的得分取均值计算；心理认同用“我喜欢我

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
方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

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感

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和“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本地

人了”这六项得分提取公因子衡量。

将以上四个维度的变量标准化为0～100，以便于

比较自变量系数。

（2）自变量

自变量是就业单位是否包吃包住。首先根据“您

家有几口人在本地由就业单位（雇主）包吃或包住”

筛选出包吃或包住的群体，其次对“每月包吃大概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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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多少”和“每月包住大概折算为多少”填答数目

均大于0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为0。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有两组。一是除基本开支后可自由支配

的收入，用“过去一年，您家平均每月总收入”减

去“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支出”之后，再除以同

住家庭人口数衡量。二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

交往情况，选取“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

将选择“同乡（户口迁至本地）”“同乡（户口仍在

老家）”“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外的其他地

区）”或“其他外地人”赋值为1，其余为0，构建外

地社会交往；将“其他本地人”赋值为1，其余为0，
构建本地交往。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可分为四类，包括性别、年龄、户籍、

婚姻、教育和医疗保险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单

位类型、是否有固定雇主和工作收入等工作特征，外

出务工时间和流动模式等流动特征，流入地城市等级

这一宏观社会环境（该分类参照第一财经旗下数据新

闻项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城市商

业魅力排行榜排行榜，根据城市商业资源聚集度、城

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

塑性得出，这些因素关系到一个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

引程度，进而影响居留意愿）。

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经济融合 74.21 37.59 0 100

社会参与 12.45 33.01 0 100

文化适应 62.29 19.82 0 100

心理认同 76.91 15.32 0 100

自变量
是否包吃

包住
0.18 0.39 0 1

中介
变量

净收入 2014.64 2512.71 -34500 59000

本地交往 0.42 0.49 0 1

外地交往 0.42 0.49 0 1

控制
变量

性别 0.42 0.49 0 1

年龄 27.38 4.52 15 35

户口 0.69 0.46 0 1

婚姻状况 0.56 0.50 0 1

（续表）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
变量

受教育年
限

12.46 2.99 0 19

医疗保险① 1.32 0.63 0 2

单位类型② 1.89 0.63 1 4

是否有固
定雇主

0.94 0.24 0 1

月收入 4088.66 3089.05 0 70000

外出务工
时间③ 4.05 4.09 0 34

流动模式 0.46 0.50 0 1

城市等级④ 3.02 1.32 1 5

注：①医疗保险分为无保险、在户籍地参保和本地参保三类，

分别占比9.09%、49.56%和41.36%；

②单位类型各类占比为：国有/集体单位占比21.84%，私人单

位占比71.64%，外资企业占比2.19%，其他占比4.32%；

③在后续分析中将外出务工时间分为1年以下、1～2年、3～5

年、6～10年和11年及以上的定序变量，分别占比9.73%、37.85%、

26.73%、18.37%和7.32%；

④城市等级各类别占比为：一线城市占比13.54%，新一线城

市占比25.56%，二线城市占比27.23%，三线城市占比13.18%，四线

及以上城市占比20.49%。

四、数据分析结果

1. 包吃包住与社会融入

本文首先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包吃包住与

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关联。表2表明，包吃包住的

流动青年在经济融合和社会参与这两个维度的社会融

入程度显著更高，进一步比较标准化系数，包吃包住

对经济融合的促进程度高于社会参与。在文化适应和

心理认同这两个维度上，包吃包住群体的社会融入程

度显著更低。由此可见，包吃包住对于社会融入的影

响是复杂多元的，能提升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融入，但

对文化和心理层面的融入起到阻碍作用。

表2   包吃包住与社会融入回归系数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经济融合 社会参与 文化适应 心理认同

包吃包住
（是）

5.617***

（0.720）
1.408***

（0.350）
-1.053***

（0.387）
-1.050***

（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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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经济融合 社会参与 文化适应 心理认同

标准化系数 0.058*** 0.029*** -0.021*** -0.027***

性别（男）
-1.845***

（0.540）
1.320***

（0.263）
-1.291***

（0.290）
-0.217

（0.222）

年龄
-0.368***

（0.076）
0.137***

（0.037）
-0.0744*

（0.041）
0.0554*

（0.031）

户籍
（农业）

-6.644***

（0.613）
0.0571

（0.298）
-1.910***

（0.330）
-1.874***

（0.252）

婚姻
（已婚）

-0.341
（0.738）

0.296
（0.359）

-1.273***

（0.397）
1.432***

（0.303）

教育程度
0.486***

（0.103）
1.289***

（0.050）
0.723***

（0.056）
0.447***

（0.043）

医保

户籍地参保
-0.169

（0.942）
2.658***

（0.458）
0.353

（0.506）
0.809**

（0.387）

本地参保
3.611***

（1.006）
5.900***

（0.489）
3.155***

（0.541）
3.267***

（0.414）

单位

私营
-1.920***

（0.684）
-8.037***

（0.332）
-0.141

（0.367）
-0.293

（0.281）

外资
-2.612

（1.836）
-7.600***

（0.893）
1.595

（0.986）
0.916

（0.755）

其他
-3.384**

（1.454）
-4.165***

（0.707）
-1.430*

（0.781）
0.0255

（0.598）

雇主
（固定）

10.58***

（1.147）
1.649***

（0.558）
2.345***

（0.616）
0.764

（0.472）

收入
（对数）

7.495***

（0.371）
0.308*

（0.180）
0.232

（0.199）
0.0956

（0.152）

外出务工
时间

-1.557***

（0.259）
0.647***

（0.126）
0.747***

（0.139）
1.312***

（0.107）

流动模式
（单人）

6.716***

（0.637）
0.551*

（0.310）
-0.358

（0.342）
-0.396

（0.262）

城市

新一线
0.832

（0.896）
0.515

（0.436）
-0.465

（0.481）
3.240***

（0.368）

二线
-0.111

（0.897）
1.038**

（0.436）
-1.113**

（0.482）
2.948***

（0.369）

三线
-0.859

（1.043）
1.132**

（0.507）
-2.780***

（0.560）
4.254***

（0.429）

四线及以上
-2.754***

（0.968）
3.935***

（0.471）
-0.535

（0.520）
6.389***

（0.398）

截距 略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经济融合 社会参与 文化适应 心理认同

样本量 19701 19701 19701 19701

R2 0.080 0.141 0.045 0.064

注：***p<0.01，**p<0.05，*p<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2. 包吃包住、可支配收入与社会融入

在自变量包吃包住与因变量社会融入之间关系显

著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中介机制。具体方式

为：先对自变量与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在关系显著的

基础上将中介变量加入该模型，如果自变量系数绝对

值减小或系数显著性下降，且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系数显著，则中介效应得到证明。

表3是对净收入中介作用的检验，在模型2中，包

吃包住的群体净收入显著更高，将净收入变量纳入主

效应模型后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下降，且中介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且为正。运用KHB方法检验，

中介变量的贡献率为2.88%。这表明包吃包住的雇佣

方式增加了流动青年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其经济困

难的可能，有助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的经济结构。假

设1得到证实。

表3　包吃包住-净收入-经济融合的中介机制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经济融合 净收入 经济融合

包吃包住（是）
5.617***

（0.720）
0.053***

（0.019）
5.455***

（0.718）

净收入（标准化）
3.079***

（0.272）

控制变量、截距 已控制

样本量 19701 19701 19701

R2 0.080 0.205 0.086

3. 包吃包住、社会交往与社会融入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社会交往维度的两个中介变

量。在表4中，模型2表明包吃包住显著促进流动青年

与城市中非本地人的社会交往，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

量系数的绝对值下降，但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

系不显著，假设2的中介效应未得到验证。

表5汇报了本地交往的检验结果。模型2表明包吃

包住对本地社会交往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加入中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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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后本地交往对因变量文化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且

自变量系数绝对值下降，对心理认同的检验呈现出相

似结果。运用KHB方法检验，本地交往分别能解释包

吃包住对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消极作用的26.78%和

24.95%。由此可见，包吃包住这一雇佣方式会阻碍

流动青年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从而对其文化

适应和心理认同层面的社会融入程度产生消极影响。

假设3和假设4均得到验证。

因此，社会交往相比经济收入在包吃包住和流动

人口的社会融入之间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

从社会空间的角度看待包吃包住对于个体城市融入带

来的效应的必要性。

表4  包吃包住-非本地交往-社会参与的中介机制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会参与 非本地交往 社会参与

包吃包住
（是）

1.408***

（0.350）
0.381***

（0.041）
1.370***

（0.351）

非本地交往
0.425

（0.262）

控制变量、截距 已控制

样本量 19701 19701 19701

R2 0.141 0.053 0.141

注：模型2为二元逻辑斯特回归，R2为Pseudo R2。

表5  包吃包住-本地交往-社会融入的中介机制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文化适应本地交往文化适应心理认同 心理认同

包吃包住
（是）

-1.053***

（0.387）
-0.386***

（0.044）
-0.771***

（0.386）
-1.050***

（0.296）
-0.788***

（0.295）

本地交往
3.555***

（0.295）
3.299***

（0.225）

控制变
量、截距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9701 19701 19701 19701 19701

R2 0.045 0.080 0.052 0.064 0.074

注：模型2为二元逻辑斯特回归，R2为Pseudo R2。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对包吃包住的雇佣方式对从事服务业流动青年社会融

入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在经济层面，包吃包住减轻了

流动青年的经济负担，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

入，从而顺利融入城市的经济生活。在社会层面，包

吃包住的流动青年在社会参与上更积极，然而社会空

间集中和封闭的安排使他们与外部城市社会相互隔

离，阻碍了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不利于培养本地文

化认同以及城市归属感。

包吃包住源于市场经济，又带有单位制的遗产，

这一雇佣方式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现有研究基本从企

业的角度考察包吃包住中的社会责任或劳动控制，本

文则从经济和空间特征出发，逐步勾勒出这一雇佣方

式带来的差异化社会后果。企业主导的生活支持一定

程度上为流动人口带来了福利，缓解了经济压力，这

从劳动者的角度证实了包吃包住在保障方面的功能。

从社会空间和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包吃包住对社会

参与有促进作用，对文化和心理融入则呈现负面效

应。包吃包住对流动青年社会融入各维度的不同影响

表明了这一雇佣方式的复杂性，我们不应仅仅关注企

业自上而下的组织安排，还应当留意劳动者作为独立

主体在其中的行动方式和主观感受。

本文对包吃包住这一空间组织方式的社会后果的

探究，也为理解空间对社会互动、行为方式和主观态

度的形塑作用提供了一个实证案例。从社会性而非物

理性的角度理解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包吃包住在空间

上聚集外地务工者并将其与城市社会隔离开来，围绕

单位这一静止的物理空间形成了孤立于整个城市的内

聚型社会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和互动特点影响流动人

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状况。

最后，本文为促进流动青年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思

路。客观融入如经济和社会参与是基础，文化和心理等

主观融入才是流动青年完成向市民身份转变的标志［40］。

因此，逐步实现流动青年的市民化和“定居化”［41］，才

能增强流动青年在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从而持续

发挥年轻劳动力群体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的贡献。企业

需要关注流动青年进入城市后的生存需求，提供住房

和生活支持，改善封闭的管理模式，增加其与城市居

民接触互动的机会。政府也应通过为流动青年提供住

房和生活补贴或在城市社区中安置住房等方式参与到

其再生产过程中。同时，发挥社区在促进流动青年的

城市生活参与方面的作用，培养流动青年对“本地

人”身份的认同感，让他们在服务城市生产建设的同

时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参与到城市的经

济、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这对于维持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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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秩序、促进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更能通过

促进流动青年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 “市民化”

稳步、可持续地推进城镇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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